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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教材的角色：第二語言自主學習者的新路徑

李嵐

摘要

教材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實現自主學習的關鍵要素之一。然而，將這一
理念應用於教材編寫面臨著重大挑戰。本文探討如何應對這一挑戰的
新路徑。基於作者為西方青少年學習者編寫二語中文教材超過十年
的研發經驗，本文重新定義了教材的角色，即不再提供現成的學習材
料，而是為學習者提供多種學習路徑，以引導學習者提出問題，進行
批判性思考，挑戰自己，並獨立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一編寫教材
的理念與方法旨在學習者能夠自主引導和控制自己的學習之旅，使他
们不僅能夠作爲學習的主人更好地掌握目標語言，更重要的是，激發
自身的創造力，提高批判性思維能力，並增強對個人潛力的認知和信
心。本文通過大量編寫教材的實例，展示如何在 L2 中文教材編寫中
開闢第二語言自主學習者的新路徑，並分享參與試驗創新教材樣本課
程的青少年二語中文學習者的初步反饋。

關鍵詞： 創新教材 自主學習的新路徑 二語中文教材 教材編
寫實例

多模态 CSL 课堂中的超语：应用与启示

吴坚 *  赵晶莹

摘 要

本文尝试从超语理论视角阐明传统的二语教学法已不再适用于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CSL)的课堂，并对学界

长久以来提倡的汉语作为 CSL 课堂媒介语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我们

不应将双语 /多语者自身所具有的语言库看作是学习中文的阻碍，反

之应充分利用多感官 (multi-sensory)、多模态 (multimodality)、多符号

（multisemiotic）和多语言 (multilingual)来进行意义建构，超越语言

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边界，为语言学习打造跨学科路径 ,从而

助推学习者的中文学习过程。本研究通过对 CSL课堂中语料的分析，

总结出超语在 CSL课堂所行使的四项功能：释意策略、互动策略、情

感支撑策略和课堂管理策略。初步证实了超语教学法在 CSL课堂中的

积极应用，并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一定启示。

关键词：超语 CSL课堂  媒介语  多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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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CSL 课堂的教学应发掘学习者母语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学习

者的各种语言资源和认知资源，应意识到第一语言不会阻碍二语的学

习。长期以来 CSL 课堂以汉语为教学媒介语 (MoI) 的“单语制”政

策受到了挑战。用目标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在语言教学研究中被证实产

生了优越的效果 (Tam, 2011)，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学界长久以来提倡采

用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是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认为使用目标语作

为媒介语在语言学习和教学、知识内容的习得以及学生学习动机方面

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Liu & Littlewood , 1996；Vavrus, 2002；Kyeyune, 

2003)。用超语理论分析二语课堂中的互动，也可再次印证以上学者的

观点，只强调“沉浸式”目的语的使用，并不能使学习效率最大化。

超语理论 (Translang-uaging)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最具启发性的理论之

一，同时也成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西方学者对于超语理论的探讨集

中在英语二语教学、双语和多语制、语言公平等方面。国内超语理论

主要应用在英语二语课堂教学的研究中，鲜有提及超语理论在汉语二

语课堂中的应用。本文以多模态 CSL课堂教学媒介语作为切入点，以

超语理论为基础，阐述了如何利用超语作为支架 (scaffold)，辅助汉语

二语学习者通过自身语库进行知识的获取和意义的创造，超语作为一

种社会公平策略为学生创造了平等的学习环境 (Wang, 2022)。同时也

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二、理论视角
超语作为理论最早起源于 Cen Williams 在威尔士语复兴的项目

中观察到当教师试图用威尔士语提问时，学生却以英语作答。授课教

材也是威尔士语，但课堂讨论的语言却经常使用英语。Williams认为

在不同语言和模态中切换可以有助于将学习者和教师的双语能力最

大化 (Williams, 1994)，因而提出 trawsieithu的概念。随后 Baker将

trawsieithu翻译成 translanguaging。Baker进一步发展了 Williams的

“超语”，讨论了超语的四个潜在的教育优势，即促进对内容的更深入

和更充分的理解，帮助发展较弱势的语言，加速了学校与家庭的联系

和合作，有助于融合学习者的一语说话者和二语学习者的双重身份。

从而论证了超语作为一种教学实践的重要性 (Baker, 2001)。

Hornberge(2003)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中超语可以概

念化和语境化，并指出超语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与 Hornberger一样从

生态学的角度出发， Creese and Blackledge (2009)利用民族志方法在补

充教育学校进行研究。他们赞成在双语课堂将超语作为一种灵活的双

语教学法进行学习和教学。基于生态学视角，他们描绘了课堂中语言

的流动性，他们认为这种“灵活的双语制被教师用作一种教学策略，

使课堂参与者在他们生活中的社会、文化、社区和语言领域之间建立

联系”。

García (2009)将“超语”一词扩展到教育学之外，使之不仅仅意

味着输入和输出的教育学的变体，而是作为双语者创造意义、塑造

经验、获得理解和知识，并通过两种语言的日常使用使他们的双语

世界变得更有意义的一种策略。基于对双语群体的双语实践活动的观

察，García将超语意义的概括从学术领域延伸到更为复杂的现实世界

(Lewis et al., 2012)。

国内也不乏学者对超语在二语课堂的应用进行了研究。韩艳梅

指出跨言用 (translanguaging) 作为高效的语言教学方法，也是双语者

交流的话语实践方式，可有效消除话语实践中的语言优劣层级结构，

同时特别强调了跨言用教学策略不仅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多学习机会，

也可缓解英文同中文之间的对立矛盾，提升双语者和准双语者的跨文

化语篇能力，促使国家和学校调整现有语言教育政策和规划。Wang 

(2022) 聚焦香港 CSL课堂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 CSL课堂媒介语使

用的发展和所引发的争议，并通过研究揭示了教师、学习者和课程开

发者对语言使用的态度以及对单语或双语教学法的偏好。

为提升学术中文作为媒介语的教学质量，已有研究针对用中文

授课的国际硕士项目中来华留学生进行调研，发现现有课程设置需进

一步加强对学术中文学习的支持以及对全球知识生产不平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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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研究中发现，留学生利用超语自下而上地构建了国际化的学习

生态体系 (宋旸、Lin, 2021)。同样是在 CSL课堂，Feng等人 (2022) 

通过实验证明了学生在意识、互动和情感上得到了超语教学法的助

益。除此以外，亦有学者针对海外中文课堂进行了超语相关实验。

Zhang等人 (2022) 用有声思维的方法调查 CFL(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初学者学习汉字时所使用的策略。研究通过对中文学习者

进行为期 5周的有声思维训练，并对他们的长期汉字记忆进行后测，

发现学习者在汉字学习过程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超语策略。

三、多模态视角下的汉语二语教学
“多模态”指的是将多元知觉与沟通模式相结合，用所给的任何

信息产生意义的方式，例如视觉、听觉、印刷品、图像、录像、音乐

等。在数智时代，人们日常的沟通中更是将多模态至于中心位置。人

们使用文本、听觉、语言、空间和视觉语库构建和解释信息，尤其

是语言的学习。Vigliocco等人 (2014)指出“语言是一个多模态的现

象”，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语言实践一直是多模态的。外语课堂

话语不同于一般的课堂话语，语言在这里既是一种交流手段，也是学

习的工具，还是学习的目的，所以语言和言语始终是外语课堂话语中

起主导地位的教学媒体、教学模式和教学模态。在外语教学课堂中，

文字或口语是主模态，但也需要通过图像、肢体动作等模态予以补

充。作为现代话语的一个突出特点，话语的多模态化在课堂教学话语

中表现更加突出 (张德禄、李玉香 , 2012)。

在 CSL课堂，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习材

料之间的互动往往以多模态的形式进行意义构建。教师在教授语言知

识时，不再停留在单纯的语言输入，而是通过肢体语言、表情示意、

多媒体辅助等方式进行知识的传递。课堂上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除目

的语外的共同语进行交流以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或确认信息输入的正

确性。学生所使用的学习材料除了纸质教材，还包括利用电子词典进

行词语释义，利用互联网对课堂学习内容进行延伸或补充。在 CSL课

堂外，学生的种族背景、生活经历、宗教文化等都可与课堂语言内容

的学习相关联，创建学生个人的语言空间，促进语言知识的学习。

超语是在不同的语言结构和系统之间转换，其在本质上包括多

模态交际，但却不只停留在语言系统内部，它包括不同的模态 (说、

写、符号、听、读、记忆 ) 并超越不同模态间的界限 (Lewis et al., 

2012)。多模态的辅助将进一步巩固语言学习的效率，说话者更容易创

造超语空间，超语反之也支撑了不同语境下的多模态交际 (Zhu & Gu, 

2022)。已有研究已经证实超语在课堂中的应用可以培养具有多元读写

能力 (Multiliteracy)的人才，课堂上不仅包含师生多层面模式的交流，

并且创造了一个师生可以利用自身语言库进行自由交流的空间。在这

种以超语教学法为辅助的已被激活的多模态交际课堂中，知识的构建

和培养可能会更好地被实现 (Zhu & Gu, 2022)。

四、超语在 CSL 课堂的应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18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

国正在学习中文人数超 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 2亿 1。

在世界范围内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激增，他们大多已经掌握了英语

或是一、两种其他外语，而将汉语作为外语或附加语来学习 (Wang, 

2014)。这些汉语学习者的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为 CSL课堂添加了多

样性，也为国际中文教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国际中文教师基本是汉

语母语者，并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交际，有些还掌握了除英语以外的其

他语言，但国际中文教师就是否需要在 CSL课堂上使用中文以外的其

他语言不置可否。正如有学者指出在 CSL 课堂上使用英语，只能起

到宣传英语的作用，而这恰恰与国际中文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 (Wang, 

2007)。这种“一刀切”的教学法是否真的起到了强化了学习者的中文

学习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如果观察国际中文教师实际的授课过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ap.moe.gov.cn/fbh/live/2022/54618/mtbd/202206/t20220628_641484.html，
202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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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发现在 CSL 课堂中教师在与学生互动中、学生之间的交流

中都存在使用英语或学生母语的情况。只是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学

习文化使教师很难意识到在 CSL课堂中发生的双语事实 (Cortazzi & 

Jin, 1996)，并且受限于国际中文教师从预备教师到熟手教师全过程所

接受的“单语制教学法”的渗透，使得很多国际中文教师是在无意识

的情况下使用了目的语以外的语言进行意义解释、协商等活动。而对

于初级学习者来说，学生的母语或英语真的会产生阻碍作用吗？其实

不然。正如 García指出，21世纪的语言课堂正在从单语制向跨语言

转向，应鼓励同时灵活地使用语言，而不是将学生的语言知识分开，

将先前掌握的语言看作不存在或者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García et al., 

2017)。超语理论可以为国际中文教师在课堂上利用学生语库中的全部

语言资源来达到有效地教学和学习提供理论引导。

(一 ) 数据收集

为证实超语实践存在于 CSL课堂，并对超语功能予以分类，本研

究采用课堂观察和课堂对话语料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对国内南方某高

校留学生本科线上 CSL课堂展开研究。观察主要集中在 “HSK(中文

水平考试 )辅导”和“专题视听说”两门课程，授课教师均为同一人，

授课教师母语为汉语，英语水平为雅思 6.5分。教学对象共计 27人，

母语均为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如英语、泰语、韩语、日语等。留学

生中文水平均在 HSK4级（含）以上。“HSK辅导”教材为《HSK标

准教程 5上》,“专题视听说”无指定教材，课堂学习材料为授课教师

结合课程大纲要求及学生中文水平所搜集整理的影音文件及纸质材料

(详见表 1)。

表 1  CSL 课堂基本信息

HSK辅导 专题视听说

课堂规模 14人 13人

教学模式 交际型教学法 交际型教学法

学生母语 英语，日语，墨西哥语等 俄语，泰语，越南语等

学生共同语 中文，英语 中文，英语

学生中文水平 HSK4 HSK4

使用教材 《HSK标准教程 5上》 无指定教材

研究通过对两门课程线上授课过程进行为期 4周的录制，共收集

整理了 14小时的课堂影音语料，对课堂对话录音进行转写后生成文本

材料共计 178,530字。

(二 ) 数据分析

通过对课堂对话的文本材料进行仔细阅读和分析，研究发现 CSL

课堂中的确在特定情景下存在超语现象。Cenoz和 Gorter (2020) 将超

语实践分为两个维度：无意识通用超语 (Spontaneous translanguaging)

和有意识教学超语 (Pedagogical translanguaging)。前者指无计划、无

目的，且无创造性的偶发性超语实践，无需语言学习的辅助，使用教

师和学生的全部语库资源以此完成交际任务 ；后者意指由教师设计

有计划、有目的，且具有创造性的系统性超语实践。在此基础上，

Nie等人 (2020)通过对比使用超语教学法和使用单语教学法的两个班

级，发现课堂中超语的四个功能是意义协商 (meaning-negotiation)、

同学互助 (peer-assisting)、效率提升 (efficiency-increasing)和鼓励沟通

(communication encouraging)。实验证实了即使是在单语教学法的课堂

也会发生多语的实践，但其更像是遵循回归常态的模式，而并非如采

用超语教学法的课堂是打破常态的模式。实验发现超语意识和训练对

学习者在课堂的参与有重大影响。Wang(2019)基于课堂民族志研究的

基础上，将超语教学法分为三类：释义型，由教师主导的对知识的解

释；管理型，由教师主导的给予反馈并建立融洽的关系；互动型，由

学生主导的多元学习需求。

综合上述提及的概念框架，本研究尝试将在 CSL课堂中发现的超

语现象按照无意识超语和教学超语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超语功能，即

释义策略、互动策略、情感支撑策略和课堂管理策略（见表 2）。受本

〔接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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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空间所限，下文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对话样本来逐一展示四种超语

功能的实施。

表 2  “HSK 辅导”和“专题视听说”课程中超语功能分类

超语实践 无意识超语 教学超语

功能 释义策略         情感支撑策略

互动策略         课堂管理策略

1.释义策略

释义策略是由教师或学习者主导的无意识超语行为。当学习者的

中文水平有限，教师采用目的语尝试解释生词含义后无法得到学习者

的积极回应，此时教师会采用学习者的共同语英语辅以说明，以此加

速学习者对于难点生词或语法的理解。正如 Wang所说，超语可以帮

助教师在保持教学语言易于理解的同时，自由地进行教学任务，并且

超语可以使 CSL教学更易推进（董洁等，2023）。案例一中教师讲解

“作为”的动词用法时，非常自然地采用英语辅以释义的策略。

案例一

教师：… ( 作为 ) 是做介词，当然它还可以做动词 verb。那么

做动词就是什么，consider as 吧？You can see something, you 

can consider something as, 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大学离白云山

很近，对吧？那我住在白云山附近，那我每天把那儿作为每

晚散步的去处，对吧？这个作为（的用法）对吧？

以上的对话片段中，教师两次尝试使用英语进行辅助释义。第一

次是当教师提出“作为”的动词词性时，因担心学生对于中文词性类

的专业词语不明其意，故在“动词”后补充了英文翻译。第二次是当

教师尝试解释动词“作为”，发现其动词用法相较其介词用法偏难，

此时直接给出了“作为”的英语含义，与词语实例用法相结合，提升

课堂学习效率。

案例二中教师正在解释视频中出现的 “ICU”的中文含义，学习者

利用释义策略对学习内容提出了质疑。当学习者无法确定其使用目的

语可以与教师进行有效的意义协商时，为保证沟通的顺利进行，会采

用英语作为辅助。

案例二

教师：ICU 呢，是重症监护室的意思，就是非常严重的病人会

住在里面。在中国，我们有时也会直接用 ICU，这么说。

学生 1 ：老师，不对，ER 才是重症病房的意思。

教师：你说 ER 吗？Emergency Room？这个是急诊室，不是

重症监护室，ICU 是 Intensive Care Unit，是重症监护室，对

吧。急诊室是你的病很着急，很危险，你要去这个地方。你

在哪看到的（ER）？

学生 1 ：我在字典里查到的。

在上面的案例中，教师将超语当作切实可行的教学法，给予学

习者平等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权利（Wang, 2019）。当教师试图解释

“ICU”的中文含义时，起初并没有使用英文，但当学习者提出异议，

并将 ICU和 ER的含义混淆时，教师使用双语将信息碎片整合，确保

学生能获得清晰的指示和信息。

2.互动策略

互动策略是一种无意识超语行为。其实施者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

学习者。互动策略是交际双方在课堂发起的超语实践行为，使得师生

之间、生生之间更具互动性，营造和谐、轻松的学习氛围。在互动过

程中，学习者策略性地使用多语言、多模态资源，此种行为可看作是

学习者积极参与课堂的表现 (Larsen-Freeman, 2019)。案例三中教师正

在讲解课文中出现的“表情”一词，教师并未局限于课本给出的“表

情”的释义—— “(facial)expression”，而是合理地进行了词义扩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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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空间所限，下文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对话样本来逐一展示四种超语

功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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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新词和表情符号的快速传播，证明网络新媒体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语

言生活（董洁等，2023），而使用社交软件的汉语学习者并没有途径

去了解语言及表情符号意义的变体及应用。因此案例三中的教师试图

向中文学习者解释表情符号中的隐性意义。

案例三

教师：……那大家知道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吗（见图 1，

已用圆形图式标出）? 有没有（同学知道）？可以猜一下。

学生 2 ：你说这样，我会打你。

教师：……这个人脸上是被人打了，是不是？这个词叫做什

么？这个叫做“打脸”……这个打脸是指一个人做出了一个

承诺，然后他没有遵守这个承诺，打破了这个承诺。然后这

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真打脸”对吧？比如说，小明跟我

说，明天早上我一定八点钟起来出去跑步锻炼，然后结果第

二天早上八点钟，他怎么样，他还在睡觉，他睡到了中午 11

点，对吧？那我就说，“你看看你真打脸”。

……

学生 3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那个好像有个表

情包是“分脸”是（见图 1，已用方形图式标出）？

教师：这个“分脸”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很崩溃”。

学生 3 ：啊，崩溃。

教师：对，很崩溃，感觉好像我的头要裂开了。

学生 3 ：好，好，谢谢。

图 1 表情符号

表情符号在使用过程中，其所承载的含义发生了变化。CSL课堂

中的教师希望将学习内容与生活中的真实场景相结合，提升学习者在

真实场景中使用多元符号的正确率，同时更具生活化的语言知识可以

吸引学习者注意力，强化线上课堂的互动率。超语研究框架下语言系

统是多语、多符号、多感官、多模态的感觉和意义制造资源 ,且语言

符号是更大范围内多模态资源库的组成部分 ,从而进一步弱化了多模

态资源间的原有界限 ,强调语言使用者自身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极致发

挥 (Li, 2018；郑咏滟、安宁，2022)。二语课堂的教师和学习者可利用

多元符号资源建立对话以及推进对话顺利进行。

3.情感支撑策略

情感支撑策略是由教师主导的教学超语，教师情感支撑包括教师对

学生的真正关心与尊重，理解学生感受和观点，以及对学生的信任。教

师的情感支撑对于高质量的教学至关重要 (Pianta C & Hamre K, 2009)。

案例四是在线上 CSL课堂正式教学开始之前，教师与学习者的寒暄。

案例四

教师：你什么时候回 ( 中国 ) 来？

学生 4 ：�哈哈，would you like to buy me a cup of coffee if I go 

back?

教师：Of course, 我欢迎大家回来。

师生互动中的情感支撑可从三个维度加以建构，即积极的课堂氛

围、教师的敏感性和对学生观点的重视 (Ruzek et al., 2016)。案例四中

教师与学生使用中英双语展开了嬉戏谈话 (Vally, 2017)。教师在正式

教学开始之前，为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进而与学生就“什么时候能

回到中国”的话题开启聊天，学生 4想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回答教师的

问题，但碍于中文水平的限制，只好利用英语反问“如果我回去你可

以请我喝咖啡吗 ?”从而使对话顺利进行。因此教师也用英语做了简短

的回应“当然”，随后继续用中文表示“欢迎大家回来”。情感支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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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使用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系。

案例五

教师：�……纯洁的小孩，就是没有什么坏想法，很单纯。

学生 5 ：�那我问一下，小孩子平常都比较纯洁嘛，对吧。但

是他们有时候也非常的… cruel，cruel 中文怎么说？

c-r-u-e-l。

教师：cruel? “残忍”是吧 ?

学生 5 ：对，小孩子有时候也挺残忍的，你不觉得吗？

教师：也有吧。

学生 5 ：�是因为他太过纯洁，所以会产生这种行为，主要是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有多残忍，可能。

教师：对，你说的这个也有可能（存在）。

案例五中教师和学生就“纯洁”一词的含义及其在现实语境中的

应用进行了讨论。以上的对话中教师分别从教师的敏感性和对学生观

点的重视两个维度建构课堂中的情感支撑。教师的敏感性体现在当学

生不知如何用中文表达 “cruel”一词时，教师及时给予了中文释义，

从而使学生的表述可以顺利进行。案例中教师两次对学生阐述的观点

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以此鼓励学生表达其想法和意见。情感支撑策略

可使教师与学生过往的经验建立联系，同时也是学习者能够表达自己

和构建知识，从而激活学生的课堂参与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Branden, 

2001; Nie et al., 2020)。

4.课堂管理策略

案例六

（学生刚进入线上会议，为保证课堂质量，教师提醒学生关

闭麦克风）

教师：�刚进来的同学，关一下麦克风，麦克风，please mute 

your microphone.

( 学生关闭麦克风 )

案例七  （教师正在告知学生参加线上考试时需要做的准备

工作）

教师：�大家需要准备 2 台设备，对，two devices……在纸上

一定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还有学号，你的 student 

number。

课堂管理策略是教师对课堂活动进行指示、反馈，布置计划任务

或指导学生准备考试等方面的超语实践 (董洁等，2023)。案例六的课

堂中，教师在用中文提醒学生关闭麦克风后，考虑到学生的中文水平

有限，于是再次使用英语进行了提醒。案例七中教师正在告知学生参

加线上考试时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为保证信息的准确传达，教师使用

英语对超出学生水平的中文词汇进行了翻译。以上案例中教师利用超

语提升沟通效率，确保学生不会因为错失重要信息而产生焦虑。

五、启示
超语理论自 20世纪在威尔士语教育界盛行之初，就是非常具有

价值的双语理论。超语理论的应用也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了启示。首

先，《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GF0025-2021) 中对高水平汉

语学习者的翻译能力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超语理论鼓励二语学习

者利用自身语库进行跨文化交际，掌握准确表达知识和传递信息、协

调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构建多重身份及正确的价值观的能力，此种能

力正是新时代所需参与国际翻译事务、传播中国声音的国际化翻译人

才所应具备的能力 (单菲菲、赵常友，2022)。其次，超语理论在 CSL

课堂指导教学有助于减轻二语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的认知负荷。二语

学习者表达过程中需要为所听文本建立大脑表征，通过功能编码、

位置编码到最终语言生成。而学习者需要明确所表达的语言中诸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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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用自身语库进行跨文化交际，掌握准确表达知识和传递信息、协

调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构建多重身份及正确的价值观的能力，此种能

力正是新时代所需参与国际翻译事务、传播中国声音的国际化翻译人

才所应具备的能力 (单菲菲、赵常友，2022)。其次，超语理论在 CSL

课堂指导教学有助于减轻二语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的认知负荷。二语

学习者表达过程中需要为所听文本建立大脑表征，通过功能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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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点、人物、因果和交际意图等概念，构思结构框架以表达内

容，如强行要求学习者用掌握程度不高的目的语进行表达时，认知负

荷较大，往往增加学习者的外语表达难度 (王启、缪海燕，2023)。最

后，教育数智化需要超语作为理论支撑和实施手段。以数智化转型推

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赋予大学的历史机遇，也是大学贯

彻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 2。超语理论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多种感官模态来

获取接受知识，此种多模态教学符合新时代 CSL 课堂教学的发展要

求，丰富了 CSL课堂教学形式，同时可以激发教师教学潜能，营造良

好学习氛围 (孙晓硕，2019)。未来探索如何发展更加适合 CSL课堂

情境的超语实践范式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检自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
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moe.gov.cn)，检索日期：20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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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odal Functions of Translanguaging in CSL 
Classroom:Application and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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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at the traditional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classroom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nguaging theory, and challenges the long-

held view of Chinese as a medium in CSL classroom. We should not regard the 

language repertoire owned by bilingual/multilingual speakers as a hindrance 

to learning Chinese, instead,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multi-sensory, 

multimodality, multisemiotic and multilingual for meaning construction. It 

transcend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such as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to 

create an interdisciplinary path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ereby facilitating learners' 

Chinese learn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rpus in CSL classroom, 

this study summarizes four functions of translanguaging in CSL classroom: 

interpretive strategy, interactive strategy, emotional support strategy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y. It has been preliminarily confirmed that CSL classroom 

has confirmed the a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translanguaging teaching method in 

CSL classroom, and therefore bring some enlightenment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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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summarizes four functions of translanguaging in CSL classroom: 

interpretive strategy, interactive strategy, emotional support strategy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strategy. It has been preliminarily confirmed that CSL classroom 

has confirmed the a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translanguaging teaching method in 

CSL classroom, and therefore bring some enlightenment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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